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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嫁妆及其再生产机制研究
——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C镇的经验分析

王黎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高嫁妆构成闽南农村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考察发现，不同于传统习俗，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高嫁妆是当前社

会结构下农民婚姻实践的产物：农民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明显的经济分层构成高嫁妆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农村妇女的

依附性地位为高嫁妆再生产提供内在动力；农村父母主导的本地通婚是高嫁妆再生产的社会载体。晋江农村的高嫁妆实

践打破了“彩礼—嫁妆”的婚姻交换框架，具有相对独立于彩礼支付的功能性意涵，它提升了妇女在夫家的地位但没法

改变妇女依附夫家的地位，也将贫穷阶层的女儿排斥在本地通婚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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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农村的高嫁妆习俗早已有之，改革开放

之后更甚。20世纪 90年代，百万嫁妆和千万嫁妆

的现象在当地普遍出现。晋江农村有几句流行俗

语：“娶女当娶晋江女”，“抢银行不如抢晋江新

娘”，可见，高嫁妆确实成为晋江农村一个普遍

的社会事实。晋江农村高嫁妆习俗的实践样态如

何？高嫁妆习俗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得以再生产？

基于对高嫁妆习俗的实践机制的考察，本研究进

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晋江农村地区高嫁妆的功能

及 其 对 于 这 种 婚 俗 实 践 主 体 —— 农 民 意 味 着

什么？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嫁妆是指女子出嫁时亲属赠送的各种物品或

货币，有时候也包括新娘或其亲属提供给新郎亲

属的礼物。嫁妆是婚姻支付的一种重要形式，关

于嫁妆的研究多在婚姻支付的研究中进行。婚姻

支付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视角，一种是人类学的

视角，重点关注作为仪式和制度的婚姻支付，通

过考察婚姻支付与社会群体结构、身份确立、姻

亲协商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和描述亲属关系和社

区结构；一种是社会学的视角，主要从社会结构

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入手，研究婚姻家庭与社会结

构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刁统菊总结了六种关于嫁

妆与聘礼的理论成果，包括继承说、福利说、劳

动 价 值 说 、 竞 争 说 、 家 庭 意 图 说 、 财 产 转 移

说［1］。不过笔者认为，关于婚姻支付的研究主要

可以总结为三种说法：一是象征说，二是婚姻偿

付说，三是婚姻资助说。从中我们可以发掘嫁妆

的性质。

象征说关注的是嫁妆本身承载的文化意义。

比如，刁统菊在考察山东红山裕村的嫁妆实践时

认为，嫁妆是“属于女性的私密物品”，是婚约

关系中“女性的代理人”，是“女性独立空间的

象征”，嫁妆进入男方屋里象征着，在父系祖先

崇拜观念下，“接受妻子集团通过携带嫁妆的女

性同另一个家族建立起关系”。“随着嫁妆迁移到

具有共同姓氏的房屋里，一个家族里也就汇聚起

来异姓的女人们，她们来自不同姓氏，嫁给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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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族的男人，从而共有一个姓氏［2］。”这种观

点强调了嫁妆作为一种婚姻缔结仪式中的象征性

符号的性质。

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关注的是婚姻

支付的流动，通常在“彩礼—嫁妆”的二元分析

框架之下探讨嫁妆的性质。婚姻偿付理论是从婚

姻交换中演化而来。人类学研究证明，在初级亲

族体系社会中，有两种婚姻交换类型，即“局部

交换”和“全局交换”，在“局部交换”中，亲

族以有来有往的方式一对一交换妇女。在“全局

交换”中，为了防止相互赠予的不平衡，就创造

了婚姻补偿机制，即男方家庭以劳役、实物或金

钱的形式向女方家庭支付“新娘价格”［3］。吉国

秀在考察辽东Q镇的婚姻支付时也指出，20世纪

50年代娘家提出的婆家流向娘家的“养钱”就是

为了偿付娘家对女儿的“养育之恩”，同时标志

“女儿权力让渡到婆家的合法性”，也暗含“婆家

比娘家优越”的意思［4］。在婚姻偿付理论视域

下，女儿的出嫁给娘家地位带来威胁，娘家必须

通过嫁妆维持原有的地位，嫁妆成为娘家经济实

力和身份地位的公开显示［5］，嫁妆就有了代表女

性亲属地位的功能：首先代表娘家在社会网络中

的身份，其次代表娘家在姻亲中的地位，最后代

表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嫁妆规模的增加有助于提

升女性亲属在社会网络和姻亲关系中的地位。

婚姻资助理论认为，婚姻作为一种建立新家

庭的方式，“对家业都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

为”［3］。费孝通最早在 《江村经济》 中指出，“彩

礼并不是给女儿的补偿，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

方亲属一部分之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

妆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添加了一份相

当于聘礼的财物”，所以费老认为“聘礼与嫁妆事

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同时

也是为给每一家的物质基础定期更新”［6］。婚姻资

助理论认为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支付是实现代际

之间财富转移的机制，新婚夫妇通过这一制度性

安排获得对相对时尚物品的占有权，增强了独立

生活能力，减轻了未来生活压力［7］。阎云翔对东

北下岬村的考察发现，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

定亲礼用来资助新婚夫妇而不是对交接权的偿

付，彩礼和嫁妆是新郎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的手

段［8］。在婚姻资助理论视野下，新郎和新娘合谋

向男方父母索要高额彩礼，然后以嫁妆的形式带

入新郎和新娘的小家庭，彩礼和嫁妆成为子代夫

妇单元向父代索要家产的手段，原本婚姻缔结中

的礼物互赠变质为代际剥削［9］。

在解释作为一种婚姻支付形式的嫁妆时，既

有的研究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

释，这些研究给笔者带来诸多启发。不过，既有

研究相对局限的地方在于，第一，婚姻象征说过

于关注嫁妆象征意涵，忽略了嫁妆产生的社会环

境，无法解释为什么嫁妆会达到如此高额的水

平；第二，作为婚姻支付研究的两种主流学说，

无论是婚姻补偿理论还是婚姻资助理论，都将嫁

妆放在“彩礼—嫁妆”的礼物交换循环中相对次

要和从属的位置，没有将嫁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

于彩礼的婚姻支付现象进行研究；第三，既有关

于嫁妆的解释多是在具体研究情境下展开，不能

不加选择地套用在晋江农村延续良久的高嫁妆现

象上，正如约翰逊曾在中国北方农村发现高嫁妆

现象，认为这种实践既颠覆了婚姻偿付理论的解

释，也挑战了婚姻资助理论诠释的逻辑基础［4］。

基于此，本研究跳出既有的“彩礼—嫁妆”二元

分析框架，旨在将晋江农村的高嫁妆现象作为一

种相对独立于彩礼的“社会事实”，从社会结构

和婚配结构两个维度来探讨当地高嫁妆现象不断

再生产的机制，并对其功能性意涵进行分析。

阎云翔指出，“我们能尽力而为的一切就是

尝试去描述我们在其中遭遇乡村的情景”［10］。关

于晋江农村高嫁妆现象，学界也早有研究［11⁃12］，

不过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呈现认识的多个视角。实

地调研发现，晋江农村地区高嫁妆折射出晋江农

村经济社会结构和婚配结构特征，是农民在具体

社会结构之下实践的结果，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

出发考察高嫁妆的再生产机制成为本研究的主要

进路。本研究的分析材料来自笔者及研究团队在

福建省晋江市 C镇为期 20天的驻村田野调查。期

间，笔者团队以 C村为主要个案，通过半结构式

方法，对包括职业媒婆、老年人协会代表、基层

干部、企业主、普通农民等在内的 30多个访谈对

象进行深入访谈，对晋江当地经济生产、社会习

俗、地方信仰等进行深入调查，并重点关注了当

地婚嫁习俗。本研究中所有经验材料均来自此次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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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江农村高嫁妆的实践特征

在晋江农村地区，婆家的婚姻支付被称作

“聘金”，娘家的婚姻支付被称作“陪嫁”，本研

究以晋江农村关于婚姻支付的地方性称谓当作分

析框架来探讨目前当地嫁妆实践具体内涵。

（（一一）） 高嫁妆的构成与规模高嫁妆的构成与规模

考察发现，晋江农村的陪嫁规模之高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地的陪嫁高于聘金，这

已经成为地方社会普遍认可的婚姻支付规则。婆

家在订婚时候给女方家庭拿来一定数量的聘金，

到正式婚礼时，娘家要以至少高于聘金一倍的价

格返还，以此作为新娘的陪嫁，比如如果婆家给

的聘金是 200万，娘家就要准备 400万的陪嫁；

其次，晋江当地的陪嫁水平高于全国各地的嫁妆

水平。依照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晋江的陪嫁分

为不同的档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为女儿置办嫁

妆少则数十万、上百万，多则上千万、上亿元；

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很难跟上富裕家庭的嫁妆水

平，但也会为出嫁女儿准备数万元或者十余万元

的嫁妆，娘家通常要在聘金基础上凑足 8. 8万、

9. 8万、10. 8万等这种吉利数字。就笔者团队在

全国调研各地的情况来看，晋江农村当地嫁妆平

均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各地其他农村地区的嫁妆

水平。

晋江当地陪嫁的构成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

其中陪嫁的金钱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在 20世纪 70
年代，当地的陪嫁主要是由布匹、自行车、金项

链和金戒指首饰等构成，陪嫁都是以实物的形式

存在的，且多为生活用品，没有现金。到了 20世
纪 90年代，当地的陪嫁以现金、房子、车子为

主。当前，当地陪嫁构成主要有：现金和支票。

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陪嫁一套或者数套具有

资产性质的商品房以及具有升值性质的临街店

面，此外还有颇具收藏价值的黄金首饰以及金条

和金块。当下陪嫁中，比较实用的物品包括轿车

和停车位等。对比当地不同时代的嫁妆构成可以

发现，货币和资产在陪嫁中所占比例大大增加，

陪嫁的金钱化趋向明显。晋江人热爱金钱陪嫁，

根本原因在于金钱陪嫁是极为重要的财富展示，

后面将会详细论述。

（（二二）） 高嫁妆的流动与归属高嫁妆的流动与归属

在婚姻交换中，婚姻中礼物流动的方向与内

容是礼物性质区分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嫁妆的

流动和归属对于认识晋江的高嫁妆非常必要。在

晋江当地的新娘陪嫁中，有一部分是在订婚时候

婆家拿到娘家的聘金，一般包括现金和金子。等

到正式举行婚礼仪式的时候，娘家会将这些聘金

数量翻倍，作为陪嫁送给女儿。对于婆家的聘

金，娘家一点不留，全部给到女儿，娘家父母不

会从聘金中有任何收益。如果娘家父母吞了聘

金，就会被认为是“卖女儿”，会被看不起。此

外，如果娘家父母家庭条件尚可，但是不给出嫁

女儿陪嫁的话，就会“被人笑话”。所以对于晋

江 农 村 的 父 母 来 说 ，“ 生 女 儿 是 要 赔 钱 的 ”。

（20191206上午，XYL，女，50岁）

陪嫁最终归女儿及其与丈夫的小家庭使用。

在当地农民的认知中，陪嫁属于新婚夫妇共同财

产，实际操作中主要由新婚妻子来保管，新婚妻

子掌握着陪嫁的支配权，妻子可以决定陪嫁的使

用时间、用途等。丈夫如果想用这笔钱，需同妻

子商量，征得妻子的同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高陪嫁能够提供女儿在婆家的物质保障：“嫁妆

是属于女儿的，如何使用决定权在女儿，看女儿

意愿，有的也会拿出来给老公用。如果男方家里

有兄弟，女方一般就不愿意拿出来，怕家庭把钱

拿 去 用 了 ， 女 方 也 有 防 备 心 ， 害 怕 离 婚 。”

（20191210下午，WXP，女，70岁）

（（三三）） 高嫁妆的分层与展示高嫁妆的分层与展示

晋江当地高陪嫁基本上发生在“门当户对”

的本地婚姻场合，陪嫁水平的区分非常明显，高

陪嫁具有很强的展示性。晋江当地存在本地婚姻

与外地婚姻两种形式，本地婚姻就是新婚夫妇双

方都是本地人，主要是通过晋江当地的“职业媒

人”介绍缔结婚姻；外地婚姻就是新婚夫妇中至

少有一方是晋江之外的外地人，一般通过年轻男

女自由恋爱缔结婚姻。出于语言、习俗、民间信

仰、饮食等社会生活的便利性考虑，晋江当地农

民尤其是祖辈和父辈仍然偏爱本地婚姻，且婚姻

要求“门当户对”。晋江的高嫁妆就发生在“门

当户对”的本地婚姻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只有

姻亲双方都是晋江本地人的情况下，高陪嫁的习

俗才会被认可，如果双方中一方是外地人，就没

有必要拿高陪嫁。

在门当户对的本地婚姻场合中存在的高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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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分层特点，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家庭经

济条件对应不同的陪嫁规模：经济条件差的家

庭，陪嫁通常在十万块以内；经济条件中等偏下

的家庭，陪嫁通常在十几万；经济条件中等偏上

的家庭，陪嫁多在数十万元；经济条件富裕的家

庭，陪嫁一般达数百万、上千万，个别甚至上亿

元。在置办嫁妆的时候，晋江农村的社会评价体

系也体现出经济条件上的分化，即农民只能根据

家庭经济条件准备合适规模嫁妆：家庭经济条件

差却借钱置办高额嫁妆，将会被看做是“打肿脸

充胖子”，而家庭条件较好却不置办相应规模嫁

妆，也是不体面的。

在正式的晋江婚礼场合中，陪嫁会通过一个

特殊仪式展现出来，即娘家会做一个牌匾，将陪

嫁一笔一笔详细写在上面，包括聘金数目，往返

聘金翻倍数目，支票数目、房子套数、黄金克

数、停车位个数、车子辆数、金条数目等等，尽

可能详细。本地婚姻往往是在相对封闭的熟人社

会和半熟人社会中发生，那些标明天价陪嫁的牌

匾也是在这个范围内被展示，从而引发婚礼参与

者以及本村和周围村庄社会的围观和议论，进而

在地方上产生轰动性的传播效应。可见，当地高

陪嫁带有很强的炫耀性。

三、晋江农村高嫁妆再生产的社

会机制

晋江农村的高“陪嫁”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

愈演愈烈，并最终发展到当前所见的天价水平。

调研发现，晋江农村高嫁妆是具体经济社会结构

与婚姻模式下农民实践的产物，考察晋江农村高

嫁妆的再生产需从探究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婚

姻模式入手，当地明显的经济分层、依附性的妇

女地位以及父母主导的本地婚姻促使高嫁妆具有

某种程度的必然性。

（（一一）） 晋江农村发达的经济和经济分层是高晋江农村发达的经济和经济分层是高

嫁妆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嫁妆再生产的客观前提

目前，晋江农村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

村，在经济社会结构上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分层。

晋江的专业镇经济发达，晋江市下辖各乡镇都有

自己的主导产业，晋江模式成为与温州模式、苏

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并存的我国经济发展四大模

式之一。以笔者调研所在的 C镇为例：C镇以发

展陶瓷行业为主，从 20世纪 70年代末起，C镇农

民就进入市场，以跑供销、做瓷砖生意为生。发

展至今，当地农民以瓷砖为主的建材生意已经遍

布全国。由于进入市场较早，晋江农民占据了全

国市场先机，因此，相对于普通中西部农村而

言，当地农民家庭收入普遍较高。由于晋江农民

主要以劳动力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伴随着劳动

力禀赋的巨大差异，晋江农民家庭财富积累能力

亦有不同，基于此，晋江当地农村社会形成明显

的经济分层。以笔者调研所在的 C镇 S村为例：S
村全村 50%的家庭以做生意、开工厂为生，其中

资产几十万的占 50%，资产上百万的占 40%，资

产千万、上亿的占 10%；全村 40%为打工家庭，

主要是外地开小门店，年收入在十几万元；最后

约有 10%的华侨，早期条件都好，现在则有好有

坏，资产有的上千万。可见晋江农民家庭经济之

富裕与村庄经济分层之明显。

晋江农民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是高陪嫁产生

的基本前提。当地经济富裕能够支付得起高嫁

妆，娘家给女儿的嫁妆看似很多，但实际占家庭

财产的比例很小，以 S村菜农 CCN为例。CCN，

1969年生，之前与丈夫开小作坊，搞鸭子养殖，

现在种 21亩大棚蔬菜。CCN共 2个女儿 1个儿

子。儿子未婚，2个女儿都已经结婚生子。大女

儿 31岁，嫁到晋江龙湖镇，2女儿 29岁，嫁到晋

江市区。两个女儿的嫁妆各 60万，包括车子和现

金。当问到这些嫁妆占到总家产多大比例时，

CCN表示，2个女儿共给 120万“也是自己能力

范围内，2个女儿陪嫁加起来不到家产的 1/3，给

儿子留有房子和绝大部分家产，因为儿子要养

老”。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单看晋江农村父

母给女儿的陪嫁数额确实很高，但其实只占全部

家产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晋江儿子才有家

庭财产的继承权，家庭绝大部分财产都是要留给

儿子的，父母给女儿的财产非常有限，可见晋江

农民家庭确实有足够经济实力来支付高嫁妆。

此外，晋江农村明显的经济分层是当地高嫁

妆产生的第二个前提。在不同的经济层级差距

下，农民家庭需要通过展示性消费来明确自身经

济地位，给女儿置办高额嫁妆就是展示自家经济

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晋江农村，嫁妆水平要与家

庭的经济层级相匹配才能展示自身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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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面子竞争，越是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女儿

出嫁时给的嫁妆越要尽可能多，以此表明自身经

济实力之雄厚。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一

方面不能为了女儿的高嫁妆去借贷，否则就被村

庄社会诟病为“打肿脸充胖子”，但同时也不能

在嫁妆水平上屈居人后，还是要尽可能多地为女

儿置办嫁妆以显示自己条件不差。总之，在给女

儿置办嫁妆这种私人化程度很高的事情上，农民

家庭个体化表达的空间很大，不同经济层级以及

同一经济层级的不同家庭之间或多或少都在攀

比、竞争，期望借助尽可能高的嫁妆来充分展示

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在晋江农村的高嫁妆

实践中，写满嫁妆明细的牌匾就是农民家庭经济

实力和社会经济层级的赤裸裸的展示。晋江当地

农民爱好金钱陪嫁，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

农民有极强的动力通过金钱嫁妆展示自己的优势。

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之下，不仅娘家有动力攀

比，婆家也有动力攀比，婆家也希望新来的儿媳

妇嫁妆越多越好。虽然婆家父母不直接从高嫁妆

中受益，但高嫁妆意味着婆家结交了经济条件处

于上层的亲家，也说明婆家的儿子被当地富裕阶

层所认可，毫无疑问这对于提升婆家声誉、增加

婆家社会资本大有助益。不过，笔者在全国其他

农村调研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并不一定产

生高嫁妆，可见，晋江当地经济社会结构是高嫁

妆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考察晋江地

区高嫁妆还需从其他维度出发。

（（二二）） 晋江农村妇女的依附性地位为高嫁妆晋江农村妇女的依附性地位为高嫁妆

再生产提供内在动力再生产提供内在动力

嫁妆是娘家父母给女儿的礼物，由女儿带到

夫家小家庭，并最终由女儿来决定嫁妆的使用。

嫁妆可被视为姻亲家庭之间的一种礼物流动，考

察晋江高嫁妆的再生产还需从姻亲家庭之间互动

的角度来进行。在晋江当地调研发现，晋江当地

的高嫁妆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娘家为提高女儿在婆

家的地位。当地关于嫁妆的共识是，要给予女儿

与家庭经济条件相匹配的嫁妆，如果娘家不给足

够的嫁妆，婆家就会认为娘家对于女儿不重视，

女儿没有娘家的撑腰，那么婆家可能就敢肆无忌

惮地对待新媳妇。特别是在多子家庭的婆家，妯

娌之间很大概率会围绕嫁妆展开竞争，没有高嫁

妆的新媳妇就会在婆家处于劣势地位。反之，当

女儿携带高嫁妆进入婆家的时候，则娘家的经济

实力以及对于女儿的重视得以体现，从而降低婆

家刁难新媳妇的概率。正如美国学者伊沛霞所指

出的，“嫁妆可以使妻子与夫家财产的增值更有关

联，这样至少可以稍稍缓解父系家族暗含的对女

性的歧视”［13］。最后，由于嫁妆的使用决定权归

女儿，女儿携带高额嫁妆使得女儿在婆家有足够

的物质保障，而不会受制于物质条件。在当前，

女方家庭普遍具有良好的家庭条件，他们期待通

过给到女儿足够多的嫁妆来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

位，同时也显示娘家在姻亲关系中的话语权。

“女方带嫁妆过去，男方才有名声。没有嫁

妆，男方也会看不起，女的过去，婆婆就不会对

她多好。我妹妹当时嫁过去就没有嫁妆，刚开始

她公公婆婆就有点看不起，妹妹和妹夫吵架，妹

夫也总是骂‘你没带嫁妆过来’，会当成一个骂

你的理由。嫁妆多的，过去了婆家会对她好一

点，在家里比较有地位，不让她干活，伺候的像

奶奶一样。没有嫁妆的，男方态度上就会差很

多 ， 就 是 为 了 一 个 名 气 。”（20191216 上 午 ，

CXL，女，45岁）

调研发现，晋江农村虽然市场经济发达，但

是从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上来看，晋江社会层面

上是典型的宗族性社会结构［14］，父权和夫权观念

浓厚，是男权主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

女性依附于男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归属，在经

济上也依附于夫家而获得保障［15］。调研发现，晋

江当地农村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维系着妇女的依

附性地位，比较关键的就是从夫居住以及当地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这种家

庭居住和分工模式下，女性在结婚之前会相对独

立地外出务工，但是结婚之后就回归到夫家且很

少外出务工，主要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家庭。虽

然当地有年轻女性也在婚后和丈夫一起外出做生

意，但她们往往是和丈夫一起以家庭经营的方式

进入市场，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独立进入市

场。在家庭经营中，女性劳动力对于家庭经济的

贡献不小，但是却被透明化，主要表现为家庭经

营的收入主要由丈夫支配，妻子没有家庭经济的

支配权。晋江当地家庭普遍是“男的当家、女的

管家”，即丈夫按月给妻子有限的生活费，用于

全家生活开支，女性几乎全部精力用于照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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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经济上非常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嫁妆成

为当地女性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女性很重

视这笔钱。以HZQ的妻子为例。

HZQ，男，30 岁，2018 年 10 月结婚。“我老

婆是本地的，我订婚的时候，拿了 20 万的金子和

七八万的现金去，丈母娘当时就拿了 10 个金块戴

在我脖子上。后来老婆嫁过来，我给了 30 万的聘

金，她家返回聘金更多，现金 60 万，此外她还带

了金条、金块过来。30 万的聘金是给我老婆的，

但是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前段时间我生意需要资

金周转，我找老婆拿钱，但没拿到。老婆说，生

宝 宝 了 很 长 时 间 没 办 法 工 作 要 用 到 钱 ”。

（20191207 下午，HZQ，男，30岁）

在宗族女性依附性的生存状态下，高嫁妆对

女儿来说非常重要，娘家嫁妆主要有两个作用：

一是给女儿在婆家生活提供相对独立的物质保

障；二是表现娘家对女儿的重视。有了娘家撑

腰，婆家人不敢随意欺负新来的儿媳妇。实际

上，在晋江农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种观念很浓厚，女儿出嫁之后就是夫家的人，

娘家人一般不会干预女儿在婆家的日常生活，一

般也不鼓励女儿经常往娘家跑，因为这往往意味

着女儿在夫家过得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娘家对

于女儿的支持主要就在于两种场合，一种是在红

白喜事等仪式性场合，娘家人作为女儿的重要支

撑和后盾；另一种就是在女儿出嫁场合，娘家给

更多嫁妆。对于娘家父母来说，出于对女儿的情

感和保护，它有动力给女儿与自身经济条件相匹

配的嫁妆。而对于女儿来说，她出于自身在婆家

生存状况的考虑，也有动力向父母争取高嫁妆。

总的来看，经济条件富裕的人家有动力通过抬高

嫁妆来提升女儿在婆家的地位。

（（三三）） 晋江农村父母主导的本地婚姻模式是晋江农村父母主导的本地婚姻模式是

高嫁妆再生产的社会载体高嫁妆再生产的社会载体

晋江农村高嫁妆的再生产与当地独特的婚姻

模式紧密相关。调研发现，晋江当地的婚姻模式

有几个关键特点，即父母主导、门当户对、职业

媒人和本地闪婚。通常来说，晋江农村年轻人的

婚姻往往是在父母主导下，由职业媒人牵线搭

桥，在晋江本地同一经济阶层内部迅速缔结而

成。晋江农村独特的婚姻模式作为高嫁妆再生产

的社会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地婚姻偏好是高嫁妆维系的载体之

一。高嫁妆是晋江本地农民共享的地方知识，晋

江农村的高嫁妆只在晋江本地通婚圈范围内发

生。一旦婚姻中的一方不是本地人，高嫁妆的现

象就不复存在。本地通婚圈内部往往是一个相对

封闭的地方性区域［17］，具有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

社会性质，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区域

内，经济分层和女性依附性地位才能为地方认

可，才能构成嫁妆实践的条件，从而衍生出推动

高嫁妆再生产的动力。调研发现，晋江当地通婚

范围正在被打破，主要表现为由父母主导的本地

婚配模式正在向由年轻人主导的婚恋模式转型，

一旦本地通婚模式被自由恋爱完全取代，本地通

婚圈被完全打破，那么高嫁妆作为地方性共识的

社会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构成高嫁妆

维系的文化载体。晋江当地农民偏好“门当户

对”的本地婚姻，所谓“门当户对”主要是以家

庭经济条件为衡量标准，也即偏好在同一经济阶

层内部通婚。在门当户对观念的影响下，男女双

方缔结婚姻时往往不太注重男女的个人条件，家

庭经济条件才是婚姻缔结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

婚姻缔结的双方往往能够实现经济条件和社会地

位上的“强强联合”，从而强化高嫁妆的再生产。

调研中发现，晋江当地也有个别的青年男女在婚

姻缔结时候不太讲究门当户对，而是“贪那个

人”，“女方穷，但是人很漂亮，富的家庭也会找

她”，很明显，这种“一强一弱”的婚姻中，女

方家庭很难拿出高嫁妆，维系高嫁妆的文化载体

也会受到挑战。

再者，晋江的职业媒人是推动高嫁妆再生产

的重要媒介。晋江当地讲究父母主导和门当户对

的本地婚姻偏好催生了职业媒人，几乎每个村庄

都有几个职业媒人。晋江农村的职业媒人通过积

极推动本地婚姻缔结来保证高嫁妆的再生产。调

研发现，职业媒人在晋江本地婚姻资源配置上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晋江当地农民非常依赖职

业媒人来匹配合适姻缘。这是因为职业媒人掌握

着晋江市内几乎所有适婚单身男女的个人信息，

他们通过信息筛选、信息匹配和信息共享等方式

提升适婚男女找到合适对象的概率。进一步来

看，职业媒人也通过积极推动富人阶层的婚姻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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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来实现高嫁妆再生产。事实上，由于富人阶层

在本地通婚圈内部占据优势地位，选择很多，因

此更需要职业媒人的牵线搭桥。而经济较差的阶

层在本地通婚圈内不占优势，宁愿通过自由恋爱

找外地对象，反而不那么依赖职业媒人。

调研发现，职业媒人有巨大的动力来维系高

嫁妆的再生产，因为职业媒人能从高嫁妆中获得

可观的收入。晋江的职业媒人主要有两个收入来

源：一是每促成一次男女见面，无论男女双方满

意与否，媒人都有 100元到 200元的“手机费”

可拿 （男方出）。未婚男女见面通常需要不止一

个媒人牵线搭桥，每个牵线搭桥的媒人都有“手

机费”可拿；二是一旦促成本地婚姻，职业媒人

就可根据嫁妆来拿提成，提成比例通常是嫁妆的

5%~10%，嫁妆数目越大，提成越多，一桩婚姻

少则几千元提成，多则几十万元提成。所以，晋

江当地的职业媒人有“开张一次吃三年”的说

法，媒人有很大的动力去维系高嫁妆。

最后，本地闪婚现象进一步推动了高嫁妆的

再生产。在晋江当地，年轻人闪婚现象非常普

遍。晋江农村年轻人的婚姻中，父母“主意”程

度很高，年轻人非常重视父母的意见和建议，年

轻人的婚姻自主程度很低。父母主导的婚姻讲究

“门当户对”，即婚姻缔结中主要看双方家庭的经

济条件等各方面条件是否不相上下，年轻男女有

没有爱情并不主要。适龄未婚的年轻人会在父母

和职业媒人的安排下不断相亲，只要匹配到了

“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就在父母安排之下闪

婚。据当地一个 35岁的年轻人的描述，年轻人闪

婚的过程是“过年前相亲，相中之后，只要双方

彼此觉得合适，两三个月就结婚了”。之所以如

此迅速地结婚是为了“防止刚开始顺眼，结果越

谈越久越走不到一起。谈恋爱超过三个月就夜长

梦 多 ， 怕 被 别 人 抢 去 了 ”。（20191212 上 午 ，

CCZ，男，35岁）

父母主导下的本地闪婚保证了年轻男女按照

“门当户对”的标准进入婚姻，但也导致男女双

方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婚姻不稳定。特别是在

女性地位普遍较低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丈夫的可

依靠，女方在男方家的地位就会非常低，女性在

婆家的生存就会非常艰难，也增加婚姻破裂的风

险。在此背景之下，女儿带到婆家的高嫁妆就是

提升妻子家庭地位，促进婚姻稳固的一个手段。

父母主导的本地闪婚模式下，很大程度上男方就

是看中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女方的高陪嫁，

因此，女方父母和女儿都有动力通过给高陪嫁来

为仓促而成的婚姻“上保险”。

四、晋江农村高嫁妆的功能性

意涵

嫁妆作为婚姻支付的一种形式是以彩礼支付

为基础的，即婆家向娘家支付彩礼，娘家将部分

彩礼或者全部彩礼作为嫁妆留给女儿。在此情况

下，嫁妆依附于彩礼，嫁妆是内在于婚姻仪式

的，嫁妆的意义来自彩礼。对于嫁妆的认识多基

于对彩礼的考察，比较典型的是婚姻偿付理论和

婚姻资助理论视域中对于嫁妆的认识。与之不同

的是，在晋江农村，嫁妆普遍高于彩礼，嫁妆支

付打破了“彩礼—嫁妆”的礼物交换的循环，呈

现出高嫁妆的特点。晋江农村高嫁妆的维系是当

地的明确经济分层、女性依附性地位以及父母主

导的本地婚姻模式下农民在婚姻支付中的行为选

择。晋江农村的高嫁妆具有相对独立于彩礼支付

的功能性意涵。

首先，晋江农村的高嫁妆是村庄中经济阶层

进行面子竞争的工具。高嫁妆是晋江农民家庭强

大的经济实力和富足的社会资本的展示。尤其是

在具有明显经济分层的村庄熟人社会中，只有给

女儿的嫁妆水平与家庭经济条件相匹配，娘家父

母才不会被看不起，才在村庄社会中有面子。与

此同时，对于婆家来说，新入门的儿媳妇携带高

额嫁妆进入，表明其结交了富裕的亲家，意味着

婆家社会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增加，这也是很有面

子的事情。

其次，晋江农村的高嫁妆是提升女儿在婆家

地位的手段。在晋江以男权主导的宗族性村庄社

会中，由于“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仍然

根深蒂固，妇女不掌握家庭经济的决定权，妇女

在家庭中处于依附性的地位，尤其表现为经济上

的被动。高嫁妆是妇女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资

源，能够给妇女以独立于夫家的物质保障，增加

妇女在婆家说话的底气，提升妇女在婆家的地

位，改善妇女在婆家生活的状态。

再者，晋江农村的高嫁妆是职业媒人获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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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晋江农村由父母主导的本地婚姻偏好催生

了内生于当地社会的职业媒人。晋江农村的本地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促使擅长于婚配条件

筛选和男女配对的职业媒人更为必要。嫁妆提成

是当地职业媒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嫁妆越高，媒

人的报酬越多，且这报酬数目非常可观，因此，

晋江农村的职业媒人在促成本地婚姻以及抬高嫁

妆水平方面不遗余力。

最后，晋江农村高嫁妆是在本地闪婚状态下

姻亲双方巩固婚姻的手段。在晋江农村由父母主

导的本地婚配模式下，年轻人的婚姻自主程度通

常很低，年轻人的婚姻不太讲究感情，更多看重

双方家庭条件，因此晋江农村大量年轻人“闪

婚”。“闪婚”状态下，男女双方没有深厚的感

情，婚姻情感基础并不稳固。女方带来的高嫁妆

提升了男方家庭对女方包容度和接纳度，成为夯

实婚姻基础的重要手段。

尽管如此，晋江农村的高嫁妆并不完全是正

向积极的，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两

点：一是，晋江的高嫁妆导致晋江本地通婚圈内

部对于经济贫穷阶层女儿的挤压和排斥，贫穷家

庭的女儿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姻匹配对象。

特别是对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很差但个人条件不

错，比如在相貌、身高、学历等方面占优势的女

儿，她们家庭难以拿出高嫁妆，对她们来说，在

本地通婚圈内无论是匹配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男

性，还是匹配一些条件相当或者相对较好的男

性，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匹配前者，那些个人条

件较好的女孩通常会觉得委屈。匹配后两者，家

里拿不出高额的嫁妆，嫁到婆家多少会受委屈。

因此这些家庭不得已鼓励女儿通过自由恋爱嫁到

外地，避免本地找不到可以相匹配的对象，也避

免嫁到本地受婆家欺负。

二是，晋江农村的高嫁妆虽然能够改善女性

在婆家的生存状况，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

妇女在家庭中的依附性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晋江

农村妇女的依附性地位是由一系列以男权和父权

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来保证的，高嫁妆没法冲破宗

族男权社会制度，尤其是无法改变“男主外、女

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因此也无法改变当地女

性的依附性地位。事实上，高嫁妆反而强化了女

性对于夫家的依附性地位。高嫁妆给当地女性提

供了相对独立于夫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经济保

障，因此女性更偏向在家中做贤惠良母，而不是

依靠自己劳动力进入市场中打拼并获得独立的收

入和独立的身份，因此很难冲破既有男尊女卑的

社会制度对于女性的束缚。

参 考 文 献

［1］ 刁统菊 . 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J］. 山
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55⁃160.

［2］ 刁统菊 . 嫁妆来源及象征的多样性分析［J］. 广西民族

研究，2007（1）：61⁃68.
［3］ 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 . 家庭史［M］. 袁树仁等，译 .

上海：三联书店，1998：45.
［4］ 吉国秀 . 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辽东Q镇

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1）： 114⁃136，
244⁃245.

［5］ 弗里德曼 .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刘晓春，译 .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 费孝通 .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7］ 王跃生 . 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

移——冀东农村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 2010
（3）：60⁃72.

［8］ 阎云翔 .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

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 龚小夏，译 . 上
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68⁃180.

［9］ 王德福 .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

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J］. 湖北民族学

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2）：26⁃30.
［10］ 阎云翔 .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

社会网络［M］. 李放春，刘瑜，译 .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0：195.
［11］ 邱幼云 .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嫁妆现象：基于闽南 C

镇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5（5）：71⁃75.
［12］ 陈晓煌 . 一种婚姻亚文化：晋江、石狮的金钱婚俗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9）：65⁃67.
［13］ 伊沛霞 . 内闺——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 胡志

宏，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74.
［14］ 贺雪峰 .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

的视角［J］. 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15］ 桂华，余练 . 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

的一个框架［J］. 青年研究，2010（3）：24⁃36，94⁃95.

90



王黎：农村高嫁妆及其再生产机制研究——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C镇的经验分析

Study on high-priced dowry and its reproduction mechanism——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 town in
Jinjiang city， Fujian Province

WANG Li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High⁃priced dowry has constituted a common social fact in rural society of Jinjiang，Fujian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production of high-priced dowry in Jinjiang turns out to be the result of local people’practice under the local unique social struc⁃
ture：goo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bvious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of the local families constitute the objective premise ；the de⁃
pendent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Jinjiang countryside provides the inner driving power；the local intermarriage dominated by par⁃
ents is the social carrier. The practice of high-price dowry in Jinjiang has broken the marriage exchange cycle of "bride-price and
dowry"，and h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unctional meaning. It enhances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in-laws' family but cannot
change the status of women dependence on the in-laws' family，and also excludes the daughters of poor class from the local mar⁃
riage circle.
Keywords：Economic stratification；Women's dependent status；Local intermarriage；High⁃priced dow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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